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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的过程中，“一个
中国”及其原则似乎达成共识，在维护祖国统一努
力中，“一个中国”有从被强调到淡化的过程，我们
也曾有过手里拿着“一个中国”却寻找“一个中国”
在哪里的迷局。当我们试图用淡化、模糊思路探讨
台湾问题时，也即“搁置争议”为两岸协商合作起
到了明显的作用。 然而两岸关系进展并不能绕得
过去的一些核心的、尚待明确的“争议”问题，例如
主权及主权权利、国家承认与政府承认、政府继承
和主权代表的合法性等， 这些问题交织着法理问
题和政治现实。 因此，本文试图从国际法视角，在
主权、承认、继承三个层面探讨“一个中国”。 这有
利于解释两岸主权争论、维护和巩固“两岸一中”
等意义。
一、一个中国之“主权”
（一）国际法主体资格与一个中国主权代表能

力。 国际法主体资格与主权代表能力是主权国家
的基础。 1949年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约 167
个国家建交；“中华民国”自从退出联合国后至今，
仍有 23个“邦交国”。“中华民国”在没退出联合国
之前就是中国的代表，具备国际法主体，退出之后
仍然有少数国家认可， 其在国际上的主体权利和
义务范围受到了限制。 《奥本海国际法》指出：“一
个国际人格者不必具有各国通常具有的一切国际

权利、义务和权力。有些国家只享有某些权利和义
务。 因此， 它们只在这些有限的方面是法律的主
体，从而只具有有限的国际人格。国际组织也只享
有适合于它们的特殊情况的国际权利和义务，从

而它们同样只在有限范围内是国际法的主体和国

际人格者。 ”[1]这说明了“中华民国”（1971 年前）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 年至今）都具备国际法主
体资格和代表中国主权的能力，但“中华民国”退
出联合国之后只具有有限国际人格， 并没有代表
整个中国的国际主体资格。根据国际法规定，在一
个国家主体内只能有一个代表。 因此，在“中华民
国”退出联合国后，中国主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代表行使。

（二）一个中国下主权与主权权利。 从国际法
的观点来看，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必须具有定
居的居民、确定的领土、一定的政权组织和主权权
利的政府四个要素[2]。 而所谓主权，是指一个国家
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 拥有
“主权”才能构成国家，唯有国家才能拥有“主权”，
主权是国家的内在属性或规定性。 而领土则是一
个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 因此，领土构成国家
“主权”的实体，而这个实体的所有权归永久生活
在它之上的人民所有， 人民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
选出合法的政府代为管理， 并且赋予它独立自主
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利，这种权利便叫“主权
权利”或者“使用权”。 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国家
的领土“主权”与代表国家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政
府的“主权权利”是同一的，政府可以全权代表国
家行使其“主权权利”。 而在一个未完全统一的国
家中，主权和主权权利是可能分离的。 换言之，当
国家处于分裂状态， 分裂的双方为了追求统一的
目标，都承认国家的领土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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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双方同时又承认， 对方在自己有效管理地区行
使“主权权利”是合理合法的[3]。上述国际法提到的
“主权权利”其实是一种行使权而已。
二、一个中国之“承认”
（一）国家承认与政府承认、事实承认与法理

承认。根据当前主流国际法的观点，“承认”是给予
一个特定团体以特定的资格，例如，国家承认（承
认一个社会为一个主权国家），或者政府承认（承
认一个管理当局为这个国家的政府）。 但是，国际
法中的“承认”概念还包括另一种情况，即对某些
政治实体给予某种特别资格的承认，例如，可以只
承认一个政权为它所控制的国家一部分领土的政

府， 或者可以承认一个社会为主权国家以外的某
种组织，这类资格的“承认”不涉及建立正式外交
关系问题，因此不存在“国家行为”之列[1]39。

“国家承认”是指既存国家对新国家的承认，
从实践层面来看， 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必须具
有定居的居民、确定的领土、有效管治的政府和主
权四个要素。给予承认与否，要看新国家是否满足
了上述国家法所要求的国家资格的条件， 即是否
具有国际人格。国家承认一般发生在四种情况下：
1.合并：两个以上的国家合并为一个新国家；2.分
离：一国的一部分分离出去成立新国家；3.分立：
一国分裂为数国，而母国不复存在；4.独立：原来
的殖民地取得独立后，成立新的独立国家[4]。
根据当前国际惯例， 一个新国家或新政府的

建立，必须依宪法经全民大会选举产生，才能取得
国际间的法理承认。一般情况下，事实承认先于法
理承认， 因为一个新国家和政府的成立一般具备
对其控制的领土及其之上的人们能 “有效统治”，
也就是取得了统治的合法性。 无论既存国家对此
承认与否， 而法理承认需要在两个主体之间相互
接触过程中的承认， 当然事实承认与法理承认也
有同时获得的时候。因此，各国在未决定正式承认
（即法理承认）之前，基于经济、文化合作或人民相
互交流往来的紧密性和便捷性等原因， 也可以给
予新国国家或政府事实承认，例如，英国于 1921
年承认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为 “事实上的政府”，而
至 1924年才承认其为“合法政府”；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1949 年 10月 1 日起事实承认，1950 年 1 月
6日起才给予“法理承认”[4]284。

（二）一个中国的三方“承认”。 一个中国的承
认，反映在三个层面。台湾当局与祖国大陆的自我
认定、 台湾当局与祖国大陆相互承认以及国际社

会对中国的承认。
台湾当局的自我认定：“中华民国西元 1912

年创立以来， 在国际间始终是一个具独立主权的
国家，这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在一个中国原则
下，海峡两岸应在交流互惠中，不否定对方为政治
实体， 故我们今后将视中共为控制大陆地区的政
治实体，我们称它为大陆当局或中共当局”，“两岸
分别为‘拥有统治权’的政治实体”；“中华民国政
府认为‘中国只有一个’，但‘台湾与大陆都是中国
的一部分’、‘中共不等于中国’， 在中国尚未达成
最后统一之前，两者既处于分治局面，理应各自有
平行参与国际社会的权利。 ”根据以上理由，中华
民国政府表示“不再在国际上与中共竞争‘中国代
表权’”，同时表示“正式而且率先片面放弃以武力
方式追求国家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我认定：“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成为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167 个国家先后同中国建立了外交
关系，他们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 ”早在 1958 年 10月 6 日，毛泽东在其亲自起
草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就明确表示：“台、澎、金、
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
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 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
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 ”[5]在《台湾问题与
中国统一》白皮书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
关于国际组织和活动方面， 表明有些经济类

的国际组织，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可以以“中
华台北（Chinese Taipei）”的名称参加，按照国际
法， 一个主权国家只能有一个中央政府代表这个
国家。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在国际上无权代表
中国， 不能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发展具有官方
性质的关系。 两岸关系承认：“海峡两岸的中国人
民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 都有维护国家统一的义
务和责任……在一个中国的架构内求得合理的解
决”。

《奥本海国际法》对中国的承认：“1949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告自己为中国政府， 并与原
来的国民党政府进行内战。 后者最终被赶到了台
湾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效地控制了中国大
陆。 然而，许多国家拒绝承认这个政府，并继续承
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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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71年才得到普遍承认，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的代表在联合国被接纳为中国的代表” [1]44。
《奥本海国际法》对两岸就“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
之争议论述：“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有效地控
制了全部中国领土（除台湾外，该岛的领土地位是
可疑的），并要求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时，联合国
大会在 1950 年和以后就面临这样一种情势。 当
时，该政府只得到少数联合国会员国的承认。大会
对这个问题经过长期的研究之后，于 1950 年通过
了一项决议。声称：在这种情形下，‘问题应该参照
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每个事例的情况予以考

虑’。 该决议还声称，对大会或其临时委员会关于
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态度， 联合国的其他机构和各
专业机构都应加以考虑； 大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并不影响个别会员国与该有关国家的直接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 1971 年获得了在联合国
的中国席位， 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则不再有这个
席位了。 ”[1]53

从上文可知，尽管祖国大陆、台湾当局以及国
际社会对“一个中国”承认仍有一些差异和争议，
但是相通之处在于都没有否认“一个中国”。 鉴于
两岸都在各自的范围内自我承认， 以及对国际法
的共同指导需求越来越迫切， 关于一个中国以及
双方“政府或政权”承认可以参考国际法“他人承
认”。 从上述《奥本海国际法》的“承认”表述来看，
国际社会对祖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当局

的承认只是“政府承认”，国际社会都没有否认中
国的存在。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家承
认”一直没变，而只是对代表“中国”的“政府承认”
在变化。 《奥本海国际法》为此作过说明，“承认一
个国家元首的更迭，或它的政府的改变，或一个旧
国家的称号的改变，是重要的事情。 但是，这种承
认不应与国家本身的承认混为一谈。 ”[1]42这也就

是说，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涉及到 “元
首的更迭”、“政府的改变”以及在大陆地区旧国家
“中华民国”的称号改变。 但这些变化都不影响国
际社会对“中国”这个国家本身的“国家承认”。 无
论是事实承认，还是法理承认，台湾和大陆都同属
一个中国，试图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台
独”言行都没事实和法理依据。所以，整体上来看，
“中国”一直完整的存在。
三、一个中国之“政府继承”与“合法代表”
（一）一个中国之“政府继承”。 台湾当局一直

在试图加入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 尤其是马

英九上台以来，台湾当局加入 WHO 和 WHA 的要
求越来越强烈。 两岸在国际上的代表权再次被推
到了前台。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中国之“政府继承”
问题。
根据国际法观点，“政府继承” 是指由于革命

或政变而引起的政权更迭， 旧政权的权利和义务
为新政权所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对“中华民
国”政权的继承符合这一概念。凯尔森认为：“按照
国际法，革命和政变是造法事实”，“由于单纯的革
命和政变，法律连续性虽然在国内法上中断了，而
在国际法上却是没有中断的”。在这种情况下，“国
家的同一名称并不是国家人格的同一性所必要

的，一国可以改变其名称而不丧失其统一性”。 中
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虽然名称不同，但中
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法上继续作为国际人格者并

没有中断，由它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取代旧
中国政府的一切权力（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是理
所当然的事情[6]。自从 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后，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推翻了国民党南京政权， 即完
成了在中国领土上对中华民国政府的 “继承”。
197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在联合国
代表席位的易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
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 得到了联合国及世
界各国的普遍承认，也意味着这种“继承”得到了
国际上“法理承认”。 因此，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台
湾当局应该尊重和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

国的代表权。
（二）一个中国之“合法代表”。 台湾学者王晓

波教授曾指出：“虽然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一个国家的政府继承关系， 在联合国的席位和
邦交国都是按照国家的政府继承理论在进行的。
但是，在实际上，这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
政府的继承并没有全部完成， 中华民国仍然保留
了二十多个邦交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来对中华
民国武力革命的继承又在七九年宣布 ‘和平统一
祖国’而终止了，这种存留的状况，我们只有姑且
成为‘不完全继承’或‘不完全革命’了”[7]。 王晓波
教授的观点基本符合两岸的基本现状， 但是却混
淆了“国家继承”与“政府继承”。 我们认可该教授
从“政府继承”的方面来说，是存在“不完全继承”
或“不完全革命”的说法，但一个中国国家主权上
的“国家继承”上，只存在“全部继承”或“完全继
承”。
国家主权是整体的、完整的，不能容许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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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国际法在“政府继承”方面也有如下的表述：
“政府的继承虽然严格的说不是国家继承的问题
……在政府变动的情形下， 不论是按正常的宪法
方法还是一次政变或革命成功的结果，一般公认，
在所有影响国家的国际权利和义务的事务方面，
都是新政权代替前政权。 ”[1]67就目前两岸有 “分
治”的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对台湾进行有
效的管辖，但在政治敌对状态下，中央政府尚未完
全控制局部地区的情况不足为奇，“中央政府在
1937 年以前从未达到对华北、西北、西南的完全
支配”[8]；“中央政府的政令在 1931 年仍然被限制
在星座般的华中的几省或其一部分 （最显著的是
在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及福建，各省
程度不同）”[9]；甚至当时全国性的度量衡也未能建
立， 但这并不影响中华民国当时的中国主权代表
地位。
从台湾当局来看， 他们是在质疑中华人民共

和国代表资格的合法性问题。台湾当局认为，他们
具有领土、人口、“政府”和“主权”，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从无也尚未有效统治过台湾。因此，我们有
必要对有效统治作进一步分析。在国际实践中，对
于一个政府是否有资格代表其国家即该政府是否

合法，现存国家一般会本着“有效统治原则”作出
是否承认新政府的决定。 所谓“有效统治原则”是
指该政府是否在这个国家行使有效的统治。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没有改变中国的国际法
主体资格， 变化的只是这个国家的政府由原来的
国民党变为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管辖的
领土面积达全国的 99%，人口占 98%以上，而台
湾地区面积不到全国的 1%，人口不到 2%。 根据
“有效统治原则”判断，毫无疑问，中国的唯一合法
政府当然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英国著名国际法学家 M·阿库斯特也认为这个问
题显而易见：“尽管许多国家直到最近才承认中国
的共产党政府，可是，无可否认的是，这个政府自
1949年底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的有效政府。”[10]与我
国建交的国家都在建交文件中明确承认 “中华人
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他国对这种政
府的承认表明，旧政府已失去代表该国的资格，在
承认国看来， 只有新政府在国际关系中才是该国
国际法主体的唯一代表[11]。
两岸人民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但一

个中国及其原则之主权、 政府合法性以及国际承
认等因素有待明确化和区分。 主权是国家的内在

属性和规定性，主权分为国家主权和主权权利。在
完全统一、单一制的国家里，国家主权和主权权利
是合二为一的。在尚未完全统一国家，国家主权和
主权权利并不合一。 国际法规定，“政府继承”或
“政权继承”是新政权对旧政权的替代，政府继承
具有完全性， 然而在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里继承
国家主权和主权权利需要一个过程， 以及国际法
本身存在的局限，以至于中国“政府继承”层次上
尚未完全实现， 而中国一直存在， 所以就不存在
“国家继承”。 关于国际社会“承认”问题，这是由
“继承问题”所导出。 就目前国际法和国际社会对
“一个中国”立场来看，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这是“国家承认”，也是“法理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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